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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 

陶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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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主 

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而非自上而下的正式官僚组织与成员，地方精英对地方利益 

共同体的建构是维系这种非正式权威关系的关键；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生产合作化塑造的高度 

集体主义以及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共同构筑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与信任的来源；公社全能主义治理 

结构下的政治信任，公众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政村治时期的基层政权，信任基 

础面临土地经营体制变革、税费改革、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 

认同资源流失的双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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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 

中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意识形态、绩效以及公共机 

构与人员形象等综合资源从而赢得乡域范围内社会公 

众对其普遍信任、认同与支持的一种能力，其本质是 

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政治认同，是基层公共 

机构自身权威和影响力外在投射的结果。 

从政治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政治认同本质上是追 

求自身政治合法性，从被统治者角度来看其实是个政 

治评价的问题，外化为政府公信力水平的高低。政治 

认同作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政治评价，与政治合 

法性是紧密相关的， 是政治合法性产生的中介与桥梁。 

马克•夸克把政治认同称为对统治权利的赞同， 把 

合法性定义为统治权利。 “只要存在着赞同， 那么对权 

力与权利的同一性的判断就将一直延续下去。如果这 

种赞同被收回，那么这将构成政治缺乏合法性的标 

志。 ” [1](18) 任何政治系统只有赢得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 

认同，才能形成凝聚力并维持公众对政治系统最大的 

忠诚与信仰，并由此获得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基础。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政权序 

列的稳固，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地位和作用 

不言而喻。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进程的具体细节，农村 

基层治理结构大致可划分为传统社会时期、新中国成 

立初期、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四个历史时段。考察不 

同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路径，可以发 

现基层政权公信力生成的一般机制，从而为新时期提 

升基层政权公信力提供经验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基层政权并不只是行政学意 

义上“乡(镇)”这一层级，而是包含了更为基层的村 

级组织。从政府层级来看，行政村不属于国家行政机 

构的正式序列。但行政村的组织结构仍然带有很强的 

与上级政府对口设置的色彩，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民 

兵连、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其形成也有一定的国家 

法律依据，是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从资源 

的分配与管辖权来看，行政村掌握着村集体土地的管 

理与分配权限，对行政村内的区域经济、文化、政治 

活动有直接的影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级组织有义务和责任协助乡级组织进行乡村治理。 

因此， 村级组织决不只是一个纯粹的 “村民自治机构” ， 

而是一个具有准政府职能的一级组织机构。在事实上 

同样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序列，具有一定的政 

权性。 

一、传统社会：信任关系的 

非正式权威化 

“传统社会”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但又较为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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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确切地说，这里的“传统社会” 是指从秦到清 

的帝国时代。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 

乡村社会，小农经济的封闭与自足造就了一个散漫、 

同质的乡村社会，资源的分散掌握和小农的独立经营 

构筑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形态。长期以来，对于传统社 

会中国家政权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介入乡村社会治 

理，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将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体 

归结为以士绅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即“国权不 

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 

造乡绅” 。 [2](2) 

费正清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时也曾指出： 

“县”是观察旧式地方政府结构的一个最关键的行政 

单位，它是封建官僚体制的最底等级和地方社会的结 

合点。由于体现帝国权力的县官高踞于地方社会之 

上， 统治者便设计一些措施来诱导民众一定程度的 “自 

我控制” ，这种“自我控制”对于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 

来说，它似乎就是一种“自治” 。同时，中央政权还吸 

收地方上的绅士地主阶级或上层人物作为它在地方上 

的同盟者。中央官僚机构的统治浮于表面，使得那些 

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绅士能够管理地方民 

众。 [3](43) 

因此，传统社会结构中实际存在着两条相对平行 

的双轨政治：一是由皇帝、职业官僚组成的政治系统， 

一是由民间统治阶级和民众构成的社会系统。 [4] 这种 

二元权力结构构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威中心，一个 

是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乡村社会而言， 

它的整合意义更多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具有象征 

性；另一个是地方体中的权威，则具有实质性，享有 

实际的地方管辖权。两种权威在各自的领域里保持着 

自身的边界，国家通过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 

治理地方社会，地方权威则利用自身的优势代替国家 

完成对地方社会的局部整合而不是对其构成挑战。 

由此，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与以族权和绅权 

为代表的地方权威一道，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 

治理结构。虽然在不同时期乡里制度有所不同，但无 

论是秦汉时期的乡亭制、隋唐时期的乡里制、宋代以 

后的保甲制，还是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运动，都没有 

从根本上打破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威间的权力边界，国 

家权威与乡村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受制于自身的财力基础与乡里社会的复杂性，帝 

国时代始终未能将其正式的官僚体系延伸至县以下的 

乡里社会，乡里社会税赋的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 

持、水利、道路、学校等公用事业的操办，基本上都 

是由地方精英负责承办。地方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与 

威信成为沟通官府与民众的中介，履行着基层政权实 

际中的诸多职能，国家则通过地方权威来实现对地方 

社会的整合，小农通过地方权威的中介与国家权威发 

生赋税、徭役等各种关联。 

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与否 

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 

同程度而非自上而下正式的官僚组织结构及其官僚成 

员，乡村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外化为地方精英的公信力 

水平。

传统社会独特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塑造这种特殊信 

任关系的内在基础，这种人格性权威而非制度性权威 

关系的维系依赖于地方精英自身的品质优劣、威望大 

小以及能力状况，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信任关系存在 

明确的边界，多限于熟人社会内部，难以在较大范围 

内扩展。如韦伯所言，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是以 

家族和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信任 

关系，这种信任是以“血缘关系本位”的，难以扩展 

到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群体之中。 [5](56) 

同时，由于信任关系并非建立在一定的契约基础 

上，尚未转化为非人格化的制度信任关系，难免具有 

一定的动态性，取决于地方权威自身获取权威的网络 

资源状况并进而影响到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广度、结 

构以及程度。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 “乡土社会里从熟 

悉得到信任。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 

性。 ” [6](10) 

社会生活中，利益是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动因， 

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其根本动因在于实现人们 

自身的利益需求。作为观念存在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 

想，来自于人们的政治利益，反映着人们特定的利益 

内容和利益要求。离开“利益”这一本源，任何政治 

心理和政治思想都无从解释。 “‘思想’一旦离开‘利 

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 [7](103) 正如恩格斯所言， 

“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 

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 [7](32) 

因此，利益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形成具有支配 

性作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程度构成公众对公共权力 

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 

对乡里社会而言，地方精英权威网络的建立需要 

其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积极建构。地方精英必须有能 

力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地方共同体内 

部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和满足，也由此在强制 

之外获得社会对其权威地位的认可与信任。 

在传统乡村社会，以乡绅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精 

英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介入地方公共事务，构建 

地方利益共同体并获得公共身份：第一，办地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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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兴办学务，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 

官学校舍、贡院，修撰地方志等等；第二，营地方公 

产——属于地方公共财产，比如经济事业，如育婴堂， 

恤扶局，粥厂，义仓，社仓等，皆由绅士管理、组织、 

积储和捐输。其中“社仓”作为地方公共经济利益的 

保障，绅士对其具有明白无误的管理特权；第三，处 

理地方公务——水利、桥梁、津渡的工程建设，也主 

要由绅士处理。 [8](52−55) 

乡绅在调节乡里纠纷、处理疑难诉讼案件等方面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乡绅阶层还积极地传授和 

卫护传统的纲常伦纪，弘扬儒学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 

念，起到了乡里社会文化领袖的作用。 

宗族在解决族人争端、调息族人矛盾，维护乡里 

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乡里社会， 

族人之间的纠纷往往遵循先在族内协商解决，不先诉 

诸官府的惯例，宗族组织在实际中履行着一定的代行 

乡里组织的司法职能。宗族组织在乡里社会教化方面 

的功能也不容忽视， “血缘团体和行政区划是同一乡村 

社会实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和官 

方化，尽管官府有时对宗族实力的膨胀持怀疑态度， 

但它更为赞赏宗族在农村中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 

用” 。 [9](94) 

在中国南方的某些省份，私人地主的政治和经济 

势力远不及集团地主——即集体、集团性地占有土地 

者。 它指土地实际上或名义上为一户以上的村户所有， 

除了租给佃户之外，土地收益中的一部分，需要直接 

或间接地用于地方公共目的。集团地主控制的生产资 

料，其收益的固定部分总是被规定在某一个范围内被 

公共使用，而不是私人或家族独享，如“学田” 、 “庙 

田” 、一些社会团体或商会拥有的“会田” ，以及尚未 

被家族中各户瓜分的“族田”等。 [10](27) 

这些田租收入常被规定拥有特别的局部公益用 

途，这一制度安排在协调地方社会“公共”与“私人” 

的利益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集体占用 

这种积累，还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 

未经同意，私自出卖、瓜分族田或家庭财产会严重触 

犯族规；未征求宗族意见而出售土地会被宣布无效； 

在家财转让方面优先亲邻的规定，即“亲邻先买 

权” 。这些规定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财产的家族——共 

同体——集体拥有及分享，以避免因私人土地交易， 

使乡村社会的整体失去生存资源，这种安排对于地方 

利益的结构关系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它确保了地方体 

内财产、安全、生活安定与政治稳定。 [11](23) 

因此，地方共同体的安定，来自于地方精英促进 

其政治与经济利益互惠的行动，即地方权威和地方社 

会利益一致化的过程。传统乡里社会地方精英的公信 

力来源于其对地方共同体内公共责任的积极履行而非 

源自帝国自上而下的授权，地方精英通过对族田所有 

权的行使、承担乡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责任、调节乡 

里纠纷、推行乡里教化等一系列地方公共活动完成了 

地方共同利益体的建构，也由此获得乡里社会对其公 

共身份的认同和信任。 

传统乡里社会非正式权威信任关系的存在需要两 

个前提条件：一是以地方精英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能够 

有效地建构地方利益共同体，使得相关利益主体的利 

益诉求高度相关化，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认同；二是地 

方权威与官方正式权威在结构上的适度分离，这两个 

治理系统虽有关联，但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 

不应存在管辖权上的相互纠缠。 

然而这两个条件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 

方向是地方精英的逐步官僚化以及地方精英与地方共 

同体的利益关联逐渐弱化。 

地方精英官僚化是近代推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其目的在于建构一种不受地方势力左右的 

基层治理结构，力图实现通过国家官僚科层权威取代 

传统地方权威或将其官僚化的方式来实现对基层社会 

的整合。 

近代乡镇行政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治控制 

从县邑向乡镇基层延伸，企图以制度的合法性代替文 

化传统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真正控制基层社会的目 

的。 [12] 

近代地方精英的官僚化进程改变了传统地方权威 

的授予来源，原先地方精英公共身份的获得需依赖于 

其建构地方共同利益体的努力，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体 

内的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甚至将其私有财产捐献 

服务于公共事务来取得民众的信赖。 

地方精英官僚化使得其权威来源由自下而上变为 

自上而下，地方精英不必再通过地方社会的承认，就 

可以获得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威。地方精 

英的官僚化深刻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利益结构，逐渐将 

地方精英从地方利益共同体中剥离出来，降低了他们 

对地方社会的依赖，导致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利益一 

致性弱化， 原先由共同利益连接的内聚结构濒于瓦解， 

建立在利益认同基础上的传统乡里社会的信任模式也 

随之瓦解。 

可以说，近代历史上“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正 

面危及地方体及其权力中心的存在，而是改变了卷入 

地方事务的原精英的身份，使其成为为官制服务、并 

被官制支持的基层组织。这大大改变了基层权威原本 

向下的权力基础， 迅速弱化了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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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精英的官僚化，扩展了自身的权力空间和范 

围，同时也改变了地方权威的利益依赖、服务对象以 

及行为动机。权威来源的变化导致晚清以来传统地方 

精英开始从过去的“道德权威”向“官授权威”转变。 

“道德权威”的淡化导致新的“营利型经纪”“掠夺型 

经纪”应运而生，逐渐取代传统的“保护型经纪” ，垄 

断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渠道，游走于国家和乡村 

社会的碑隙之中，并利用国家的名义巧取豪夺、中饱 

私囊，使得乡村社会陷入国家和掬客的双重盘剥之 

中。 [9](24) 内卷化”彻底瓦解了传统乡里社会地方精英 

的信任基础， 也破坏了国家在基层的权力合法性基础。 

二、建国初期(1949~1958)： 

信任基础的多元化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如何实现 

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政治整合以及重塑自身政治合法性 

信仰的双重难题。总体来看，新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 

从四个方面解决了自身的信任基础问题。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中共在建国后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基 

础；1950~1952 年实施的土地改革保障了农户的生存 

权，满足了农民独立的经济需求，构筑了基层政权公 

信力的利益认同基础；建国初期的民主建政措施，使 

得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建立在广泛的公众认同基础 

上，实现了权威来源的社会化。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 

的推行以及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不断培育了农民的集体 

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以取代传统社会狭隘的宗族意 

识和民间信仰，从而培育了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价值认 

同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主义、帝 

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标志着旧中国一百多 

年屈辱和分裂的历史从此结束。 

“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 ， [13](288) 军事 

革命的胜利在建国后得以顺利转化为各级新政权执政 

的合法性资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全 

中国人民的集体共识。 “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来 

说，其政治权威是稳固的，部分是由于其民族主义和 

改革纲领所获得的积极支持，部分是由于它已表明的 

军事和政治的效率” 。 [14](100) 革命时期获得的政治认同 

在建国后仍会维持一段时间，但这种由民族自豪感带 

来的对新政权的积极支持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 中共从 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 

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解除了传统社会农民与 

地主间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无论在社会、经 

济和政治地位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人格上的 

平等，农民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和政治地位的翻身构 

成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和信任的来源。 

土地改革成功地改变了乡里社会原来的权力结构 

和阶级力量对比，进而改变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知和 

评价。如同费正清指出的： “土地改革，对于农民来说 

主要目标是经济性质的，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对 

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主要目标是摧毁农村地方精英 

传统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 [15](653−656) 

土地改革不仅表现为对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再调 

整的经济过程，更是一次对广大农民空前的政治动员 

过程。中共在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过程中，也不 

断培育和塑造出自身的政治信任基础。 

“诉苦”是中共在土改运动中实现政治动员的一 

种重要策略， “诉苦”的政治功能在于塑造民众的阶级 

意识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土改中，中共派遣土改 

工作队深入到农村最基层，专门成立诉苦、翻身委员 

会、诉苦指挥部等临时机构，担负领导和组织功能。 

中共进行宣传、组织和动员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 

将民众对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仇恨转化为对 

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感激和认同，以此将整个乡村 

社会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控制与管理轨道，彻底 

重塑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间的关系，完成现代国家建 

构对基层的政治整合，催生出新的政治管理形式。 

土地的重新分配则意味着新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 

的合法化；地权则成为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契约；阶 

级路线的订立表明新的基层政权开始正式运转；土地 

改革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新的国家 

政权对基层农民进行的一种政治训练，将其纳入到崭 

新的政治生活中去。可以看到，分配土地实在不是土 

地革命的主要任务。土地革命的主题不在于土地，而 

在于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重建。 [16] 

因此，土地改革是建国初期的一次政治大动员， 

具有经济与政治双重意义。土改变革了延续千年的封 

建土地剥削制度，使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 

权，实现了经济基础上的独立，其经济意义在于成功 

地构筑了公众对新政权政治认同的利益基础。在激烈 

的反封建斗争中，土改运动使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 

热情高涨， 培养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诉苦” 

运动的开展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国家与集体观念，国 

家权力得以全面渗透至乡村社会并获致自身的政治信 

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建政思想在农村基层政 

权各项建设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土改完成后，农 

村基层政权组织开始了以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建 

设。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存在两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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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一是在县以下设立区和村两级政权，由区、村 

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和村政府； 另一种是实现区、 

乡建制。在县下面设立区公所作为县的派出机构，区 

公所下再设立乡政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 

人民政府，村一级不再设立政权组织。这一时期的乡 

村基层政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 

管理的政权，它的全体代表是乡基层政权的主体。由 

于乡建制的规模较小，每个乡(行政村)少则  1  500 居 

民，多则 3  000 居民，便于人民直接参政和监督，密 

切了政府和公众的联系。 

按照民主建政的原则，农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 

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权力。农民不仅 

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在乡镇政府担任职务，还可以通 

过参加共青团、妇联、合作社等群众性组织参与到基 

层政权各项辅助性工作当中。如果对人民代表的工作 

不满意，农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随时撤换自己所选出 

的人民代表，还可以通过各种群团组织、列席会议等 

方式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改进意见。直接选举产生 

人民代表，由其组成政权机关并行使权力的方式，充 

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代表们能够 

把群众的意见反映到政府工作中去，也能够将政府的 

政策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从而提升了政府与群众之 

间的信任度。 

民主建政原则的政治意义在于其改变了以往基层 

政权权力自上而下的上级人民政府委派的产生方式， 

建立健全了权力来源与运作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使 

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建立在自下而上广泛的民意基础 

上。民主建政原则强调人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性， 

将基层民主建设从狭隘的“选举代议”拓展到以“决 

策参与”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全过程，并将这种民主化 

治理原则制度化为基层公众参与决策的日常体制，从 

而解决了基层政权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认同问题。 

建国初期基层政权的民主建政原则更多的是一种 

直接民主，民众通过平等、公开和有效的政治参与途 

径参与到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直接行使民主 

管理的权利， 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直接民主权利的行使增强了基层公众影响基层治理和 

决策能力的信心， 从而提升了基层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公众政治参与的 

热情，密切了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间的联系，同时也 

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信任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力 

改造，不断灌输和强化公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 

义观，以获取在价值层面的持久认同。农村基层纷纷 

建立起民兵、妇联、儿童团、互助组、农会及最重要 

的党支部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组织机构，采取多元 

化的宣传方式包括文化教育、文艺表演、集会宣讲、 

口号标语、典型示范等等，深入田间、家庭，利用吃 

饭、乘凉、晚间休息等空隙时间，开小组会、漫谈会， 

并进行个别交谈和访问。目的是以各种易于理解的形 

式向民众传播和灌输集体观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说服民众予以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仰。农业合 

作化运动不仅实现了对农村分散小农经济的整合，更 

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消解了农民 

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塑造和强化了农民集体 

主义观。此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 

袖权威，在建国后也顺利转化为基层公众对新政权高 

度认同的信任来源。 

三、人民公社(1958~1983)：威权 

信任关系的迷信与解体 

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 

来的，将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 

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 

乡、全社各种事务的政社合一的组织。从组织形态来 

看，人民公社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全 

能主义治理结构，既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单位又是 

一种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 

“全能主义”(Totalism)表述的是一种“政治机构 

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 

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政治形态。 [17](69) 

集体化后的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经济自主权，被 

编入不同的社队，成为依附集体的一分子。对于社员 

而言， 其所有的生产与分配活动完全由社队组织安排， 

个人没有自主权。公社时期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口 

粮供给制度，因而对个人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 

没有退出的权利和自由，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 

各地公社分别以生产队、大队、公社为单位组成连、 

营和团组织，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 

集体化”的要求，推行军事化管理。 

公社体制使得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渗透和支配社 

员的日常生活并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整合进高度集权的 

治理结构当中。人民公社推行的强制性公共生活和集 

体生产方式迅速瓦解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家族势 

力，血缘与地缘的差异被磨灭，用强力弱化了农民对 

家族和地方的认同并以此重新建构对国家的认同。 

因此， 公社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完全是同构的关系， 

社会的自主性完全湮没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渗透之中， 

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无边界的，呈现出社会国家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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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态。 

公社体制下，政党与国家权力高度一体化，政治 

权力的渗透具有全面性，自上而下对社会活动的方方 

面面进行控制和支配，社会运行主要按照计划指令的 

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多通过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动员 

方式开展，意识形态上政治激情成分居多而非理性有 

序。 

公社体制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际上 

忽视了农民个体的利益需求，破坏了社会进步的动力 

机制，导致劳动贡献与劳动价值的背离；①高度集体 

化和计划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发展的多样性，压抑了 

农民的创造热情，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农民对基层治理 

体制的政治认同度，也注定这种“政社合一”的全能 

主义治理结构不可能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 

公社时期，中共在基层广泛采取“树典型”“大字 

报”“山歌”“漫画”等多样、灵活性的意识形态传播 

方式并辅以政治批斗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动员手段来强 

化农民的集体意识。 

总的来看，公社时期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多 

借助反复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经济制裁等强制方 

式来清除异己意识形态以确保农民的思想被高度统合 

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这种政治社会化是以排他性 

为目标的，以此来培育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乡村 

政治文化。这种以高度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 

化传播，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异己的价值观进行取 

缔，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下， 不断集权化和政治化。 

因此，公社时期人们表现出较强的集体归属与社 

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集体经济的生存依赖 

和行政强权的服从而已，并不是人们独立和自由选择 

的结果。 公社制下的社员既没有 “退出权” ， 也没有 “喊 

叫权” ，他们留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 

因为别无选择。在经济与政治双重强力下形成的国家 

与农民的庇护-依附关系， 使得农民对所属的集体组织 

丧失了事实上的“选择权”和“退出权” ，从而强化了 

农民对国家倡导集体主义的认同。社员虽然在“当家 

作主”的政治口号下，被广泛动员起来，表现出了极 

高的政治热情，但对公社体制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 

而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这种消极政治认同 

心理体现的是一种强力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合法性意义 

上的权威—服从的关系。 

公社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和磨洋 

工现象，表面上看是农民“损公利己”的自私行为， 

但背后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是农民用自己特有的弱 

者武器来表达对这种威权体制的不信任。 

不可否认的是，在早期，广大社员对一大二公、 

高度平均的公社体制是持有很高政治认同度的。公社 

体制要实现“均平”和“大同”的理想契合了几千年 

来农民追求朴素平均主义理想的民众心理。古代《礼 

运•礼记》中所描绘的美好“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不变的梦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形成 

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沉淀。从钟相、杨么的 

“等贵贱、均贫富”到李闯王的“均田免粮” ，从太平 

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 ，乃至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无不体现对“均平”“大同”理 

想的追求。因此，公社口号一经提出，便很快从政治 

主张变为政治现实，除了与毛泽东个人魅力权威影响 

推动以外，民众的共识心理则是重要的社会基础。 

总的来看，公社体制利用强力将农民改造为统一 

的社员身份，并加以灌输高度的集体主义与绝对平均 

主义观念，表面上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朴素理解和美好的革命愿望，但这种威权体制下形 

成的强力政治认同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压抑了农民 

个体差异性的利益需求，也注定了信任关系最终走向 

解体。 

四、乡政村治(1983—)：信任危机的 

隐忧 

公社体制瓦解后，原先以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三级组织体系逐渐为“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 

所替代，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在农村设 

置的最基层的正式政权组织，村民委员会不再作为国 

家的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存在并 

依法自治，实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 

持有很高认同度的，但对各层级政权组织的信任程度 

是有区分的， 政府层级自上而下呈现递减的结构分布， 

中央的威信最高，省次之，再次到市、县，乡村一级 

组织信任度最低。 ② 

构成削弱这一时期基层政权信任基础的因素主要 

有三方面：一是治理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基层政权与公 

众利益实现关联度的弱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中 

小农的价值认同日益理性化；再次，乡村关系的行政 

化架空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质，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治 

理结构的政治认同度。 

“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开始从全 

能主义的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 

治的组织而不再是乡镇机关的下属机构，乡—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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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业务上的指 

导与被指导关系，并依法享有对村庄范围内公共事务 

的自治权。基层公众摆脱了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 

生产方式， 开始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获得较大的自主性。 

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准军事化管理方式的废除使 

得基层政权组织对乡村资源的全能性控制和分配权力 

的优势逐渐丧失，对乡村的整体控制和动员能力也在 

逐渐降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恢复了农民经济上的 

自主权，摆脱了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束缚而成为独立自 

主的生产者，统购统销流通政策的取消使得农民可以 

自主支配农产品的利益分配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最大 

程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过去赖以 

存在的税费征缴关系已不复存在，基层政权组织的资 

源配置功能与农民个体利益实现的关联度不断降低， 

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更多依赖于市场化的途径以及国 

家各项惠农政策的财政性补贴而并非基层政权组织行 

政权力对乡村经济资源的分配，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 

赖性日益降低。利益基础的独立导致农民集体主义观 

念日益淡泊而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追求、个人主义 

至上的原子化小农。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丧失了诸多配置资源 

的能力，包括物质性资源(如三提五统、乡镇企业、对 

土地及其收益的调整)、人力资源(“两工”的调用)、 

权威性资源(国家政策、意识形态、 “七站八所”)和乡 

土性资源(人情面子、地方权威)等。 [18] 此外，许多之 

前由农村基层政权做的事、承担的责任交给独立的政 

府职能部门去做，职能部门因此分割、抽离了农村基 

层政权的权力与基础，农村基层政权日益丧失通过调 

整乡村资源的再分配来满足基层公众利益实现的 

能力。

与此同时，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民的利益依赖关系 

也日趋淡化， “村财乡管”和“乡财县管”的推行使得 

基层政权组织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上级政府，甚至连 

村级组织人员的工资和办公经费也需要通过上级转移 

支付来保障，这就导致了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之间丧 

失了税改前因税费征缴而存在的利益相关性和依赖 

性，只需要搞好同上级政府关系就行了。 

农民与基层政权组织双方经济利益获取方式转变 

的直接影响是基层政权组织日益丧失自身政治信任的 

利益认同基础，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间的关系日渐淡 

化，村民对基层公共治理也因没有利益相关性而失去 

参与的动力。 

税费改革后，虽然也有部分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诉 

求，但由于缺乏经济利益分配为后盾，农民基层政治 

参与意识不强，兴趣不大，政治冷漠心理较为明显， 

从而间接导致对基层政权组织政治认同度的不断下 

降。另一方面，对于治理结构转型后基层出现一些新 

的政治诉求如加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层 

领导干部工作方式等，基层政权因自身财力基础的局 

限以及上级以 GDP 为纲的绩效考核体制而又无法予以 

很好满足，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疏 

远感，基层政权组织“边缘化”现象日益明显。 

因此，基层政权组织资源配置与公众个体利益实 

现的关联度弱化，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公信力降低， 

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功能性原因。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权组织公信力 

的价值认同资源也在日益流失。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 

的力量迅速地摧毁了农民传统的宗族、家族意识，农 

民经济自主性的增强以及利益实现途径的市场化共同 

瓦解了建国以来农民高度的集体认同感。 

农民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历从单一价值取向到多元 

价值取向、从集体本位到个体本位、从以政府主导为 

主到以市场主导为主的转变过程。 在市场化的冲击下， 

农民的价值认同遭遇了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观的激励 

碰撞。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宗法观念逐渐被商品经 

济倡导的市场观念、竞争意识所取代；公社时期单一 

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崇尚道德精神取向逐渐让位于个 

人主义与物质利益至上原则。对利益的追求成为农民 

价值认同变迁的主导因素，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自主 

性日益增强，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处理个 

人与集体、公与私以及义利关系等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逐渐由过去的道德杠杆转向以经济利益杠杆为主，利 

益关系成为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主要出发点。 

农民价值认同的变迁本质上是农民价值取向不断 

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农村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必然 

产物，这可以从农民对人际关系、集体意识、权威认 

同等方面的变化反映出。农民价值取向理性化使得约 

束农民个体搭便车行为、实现农民合作的传统道德力 

量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 

化，农民间达成集体行动需要更多依赖外部的资源和 

制度约束。农民价值取向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其集体主 

义观念不断淡化、 村庄共同体内聚力不断降低的过程，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也因此日益面临如何重塑其自身价 

值认同的困境。 

村民自治制度虽然开启了农村基层治理民主化转 

型的先河，但其自身仍存在诸多制度建设不足和运行 

规范化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以村党支部(委员会)为 

核心的行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社会自治权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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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张力问题。“两委”冲突时，党支部由于有上级 

党委、政府的支持以及历史形成的惯性权威，在大多 

数时候还是占上风的，以党代治、党治兼任现象较为 

普遍， 使得党支部在实际中架空了村委会的自治权力， 

村民自治沦落为一种摆设。 “村财乡管”使得村级组织 

丧失了财务的自主决策权，不得不依附于乡级组织， 

乡村关系进一步行政化。 

乡村关系的行政化使得村民自治权利表面上得到 

了“贯彻” ，但实际上被“架空”了。这种权利的实际 

虚置严重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政治认同，导 

致公众政治效能感的降低。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 

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 

感觉。 [19](187) 阿伯巴克和沃克曾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 

任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在影响政治信任生成的 

诸多因素中，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 

治系统信任的重要变量。 [20] 公众政治效能感越强，政 

治参与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也越容易对政治系统产生 

好感和建立信任。基层公众长期政治效能感低下容易 

滋生政治冷漠心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因此丧 

失基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距 

离进一步疏远，对其信任度也在不断弱化。 

此外，乡政村治治理结构下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 

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 

度。概括地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结构的设置把非政 

府组织“政府化” ，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等本应该 

属于非政府组织(NGO)，但在实践中，都被农村基层 

党委“一元化”了，与农村基层政府“一体化”了， 

内外不分。从信任关系的角度看，这种组织结构有两 

个弱点。一方面，站在农民的立场看，他(她)们会觉 

得，本来应该代表我们农民群众的非政府组织“都是 

你家的了” ，在心理上，容易本能地产生不信任。另一 

方面，这样的政权组织结构使得基层党委与公众之间 

失去了缓冲地带， “第三领域”的缓冲功能被消解。当 

农村基层政权与公众产生矛盾时，农村基层党委政府 

就必须直面人民，成为矛盾的焦点，且往往容易被当 

作对立的角色来看待，引发信任危机。 

五、小结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从中 

央扩展至地方各层级， 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和地主、 

农民的三角关系被国家与农民的新型双边关系所取 

代，地方权威的权威来源由地方社会上升至官方行政 

系统。国家政权空前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却并没有 

有效地实现对地方的局部整合，解决自身的权力合法 

性基础，建立起有效的政治认同。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信任基础并不是抽象的而 

是具体的，基层政权组织必须有能力建立起地方性的 

利益共同体， 从过去的管制与资源汲取转向服务供给， 

建立服务型基层政权，使分散的小农利益能够通过政 

治或经济的途径被高度相关化，只有提升基层政权与 

民众间的利益关联度，基层政权才有可能在强制之外 

获得社会服从和信任的力量。同时，需要大力加强基 

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建立起有效的制度认同，基层 

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要使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与运行 

建立在广泛的公众授权基础上，权力来源的变化强化 

了基层政权权威认同的社会基础以及责任关系和行动 

逻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提升同样有赖于重塑后集体 

化时代农民的公共性和集体观念，增强其地方共同体 

意识和认同感，以应对市场化和社会流动性所带来的 

农民价值认同多元化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的冲击。 

注释： 

① 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主要是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 

办法，这是滋生平均主义的重要根源。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 

的分配制度大体上可分为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 

用品供给制三种形式。粮食供给制是人民公社时期各地普遍推 

行的方式，具体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 

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 

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伙 

食供给制就是对社员的粮、菜、油、盐以及烧柴等一切伙食费 

用实行包干，免费供应。基本生活供给制，是根据经济条件和 

社员的消费情况确定供给范围，实行吃、穿、住等用品的无偿 

供应，即各种各样的所谓“包”。在实际的各大公社分配中，供 

给制占了公社收入的绝大部分，直接冲击了具有按劳分配性质 

的工资制，使得工资制形同虚设。供给制加工资制的普遍实施， 

滋生了平均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的泛滥，严重制约了基层群众 

劳动的生产积极性。详见辛逸的“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载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 3 期。 

② O’Brien(1996)在对华北地区农民维权活动的研究中， 发现大多数 

农民将中央政府看作是仁慈的化身，而基层政权多被表述成掠 

夺者的形象。 Tianjian Shi(2001)对中国区域农民政治认同度的调 

查发现，农民政治认同度呈现自上而下的递减分布，中国农民 

更为信任高层和中央政府而不是基层政府。LianJiang  Li(2004) 
对中国三个省的农民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 63.1%的研究对象认 

为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并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差序政府信 

任”。国内学者郭正林(2004)在全国 9个省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的方式对农村干群关系和农民的权威认同心理进行了量化研 

究，发现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呈现出 

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并存，正式权威影响不断弱化的双因子 

形态，农民的权威认同仍然是以亲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 

民间性和传统性特点的非正式权威结构，权威的认同范围局限 

于村落。 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2005)开展的当前群众对党的各级 

组织的满意度调查发现，在回答“当前，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 

众对党的各级组织的信任情况”的问题时，回答“对党的各级组 

织都信任”“对党的各级组织都不信任”“对党中央信任，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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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不信任”“只对所在的地方(基层)党组织信任”的分 

别占  32.47%、7.68%、53.67%和  6.57%。肖唐镖、王欣(2010) 
在总结  1999~2008 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上海五省 

市六十个村庄的四次历时性调查数据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农 

村基层群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是逐级递减的。类似的发 

现也被众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所佐证，如 Bernstein and Lü，2000； 
Zhengxu Wang，2004；Ethan Michelson，2008；于建嵘，2005； 

胡荣，200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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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s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olitical trust 

TAO Zhen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follows the path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rural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to 
find its base of political trust. In traditional society, whether the public trust the rual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or not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ublic recognize local elites with local influence and networks, other than the formal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and its members. In other words, the public trust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 
rural areas is externalized by the public trust leve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1949~1958). The land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and leadership worship 
further cultivated peasants’ view on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to form the diversified trust basis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period of the commune system, the public’s political recognition is out of awe, other than from their will. 
In  the  period  of  countryside  politics  and  village  governance,  the  land management  reform,  the  reform  of  taxes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arketization  weake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  interest  realization.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s,  the  accelerated 
openness and fluidity make farmers more rational in values and their actions and recognition atomized, intensifying the 
difficulty of value recognition of public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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